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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住房保障回顾与展望报告（2014）
*
 

夏刚 梁川江** 

[摘 要]：贵州省住房保障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经济适用房的投资占比、价格比重、销售面积占比均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其他类型保障房（包括廉租房、公租房）及棚户区改造计划开工情况也呈现良好的态势。为了

进一步改善城镇住房困难家庭的居住条件，政府需要制定更具前瞻性和长期性的住房保障政策。未来贵州省住房保

障面临两个最大的挑战：一个是存量问题 ― 城镇现有农民工的居住问题，另一个是增量问题 ― 即将迁入城镇的

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为此，贵州省既需要同步推进住房保障制度改革与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新型城镇化的步伐，又

需要从增加效率和促进公平等更加全面的视角来看待住房保障，促进住房问题的整体性解决。 

[关键词]：贵州 住房保障 城镇住房困难家庭 城镇化 公平 

一、经济适用房情况 

1994 年 7 月，国务院颁布了 《 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 》 ，提出把住房实物福利分配的方式改变为以按劳

分配为主的货币工资分配方式，建立以中低收入家庭为对象、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经济适用房供应体系和以高收入家庭为对象

的商品房供应体系，首次将政府从住房福利供给者的角色转换为住房保障供给者，由此拉开了我国住房保障的序幕。国家统计

局对经济适用房相关数据的统计最早出现于 1996 年， 2010 年是最后一年。 

从 1996 年到 2010 年，贵州经济适用房的投资经历了逐步增加的过程（见图 1 ）。 
①1
 1996 年贵州省经济适用房投资为 1 . 

03 亿元， 1998 年住房市场化改革后，投资显著增加， 1999 年达到 3 . 89 亿元， 2007 年同比增加 102 . 56 % , 2005 年

达到投资顶峰。但从经济适用房投资占住宅投资的比重来看， 19 ％一 1998 年逐年下降， 1998 年的房改导致其比重快速增

加， 2000 年最大，为 32 . 09 % ，之后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2010 年仅为 6 . 13 % ，为 19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见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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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后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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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适用房的开工面积、销售面积来看， 1999 一 2001 年两者均逐步增加。 2003 一 2006 年开工面积逐年减少，之

后逐年增加， 2010 年达 145 . 65 万平方米。销售面积在 2002 年之后总体上呈增加的态势，但 2009 年出现大幅下跌， 2010 

年大幅反弹至 137 . 16 万平方米的历史高位。 

由图 2 可知， 1999 一 2010 年经济适用房开工面积 1 132 . 87 万平方米，加上估算的 1996 一 1998 年 34 万平方米， 
①2
 1996 一 2010 年新开工总面积约 1 167 万平方米。据调查，平均每套经济适用房面积 80 平方米，则 1996 一 2010 年新

开工经济适用房 14 万套。 

                                                        
2
 ① 1996 一 1998 年新开工面积根据同期经济适用房投资与 1999 年经济适用房投资、新开工面积推算。 1996 一 1998 年

贵州经济适用房投资合计 2 . 66 亿元， 1999 年投资 3 . 89 亿元、新开工 50 . 5 亿元，按比例法估计， 1996 一 1998 年

新开工面积 34 . 5 万平方米[＝ 50 . 5 / ( 3 . 89 / 2 . 66 ）]。按此方法估算的前提是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平稳。根据统

计资料， 1996 一 1998 年贵州房地产开发企业竣工住宅造价 625 元／平方米， 1999 年为 617 元／平方米；以 1996 年为

基年， 1997 一 1999 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分别为 101 . 4 、 101 . 4 、 100 . 8 。无论是竣工住宅造价，还是固定

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均表明 1996 一 1999 年住宅投资价格较平稳，且 1999 年价格略有下降，故本文估算的 1996 一 1998 年

经济适用房开工面积 34 万平方米是合理的。 

 



 

 3 

 

从经济适用房开工面积、销售面积占同期住宅开工面积、销售面积的比重来看，两者下降趋势均较明显（见图 2 ）。开工

面积占比从 1999 年的 28 . 71 % 下降到 2010 年的 6 . 47 % ；销售面积占比最大为 2000 年的 32． 88 % ，最小为 2009 年

的 4 . 59 ％。 

从经济适用房销售价格来看，基本呈递增趋势（见图 3 ) , 1999 年为 784 元／平方米， 2010 年增加到 2590 元／平方

米。从经济适用房销售价格与住宅销售价格比来看， 2004 一 2008 年最大，超过 90 % , 2006 年该值为 96 . 93 % ，即经

济适用房销售价格仅比住宅销售价格低 3 . 07 % ; 1999 年，经济适用房销售价格比住宅销售价格低 29 . 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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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一 2010 年的绝大多数年份，贵州经济适用房投资占住宅投资的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如图 4 所示，除 1997 年、 1998 年两年之外，贵州省经济适用房投资与住宅投资的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广东省在大

多数年份位于全国最低水平；但需要说明的是，上海在 2000 一 2008 年没有经济适用房投资。比重最大的是 1999 年内蒙古

的 69 . 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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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一 2010 年的绝大多数年份，贵州经济适用房销售面积占住宅销售面积的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由图 5 可见，除 1999 年、 2002 年外，贵州经济适用房销售面积占住宅销售面积的比重大于全国平均水平。占比最低的

是广东，不超过 6 % ；但需要说明的是，上海在 2000 一 2008 年和 2010 年没有经济适用房销售。最高的是 1 999 年陕西的 

75 . 2 ％。 

贵州省经济适用房销售价格与住宅销售价格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 2005 一 2010 年位居全国前列。 

由图 6 可见，在大多数年份，广东经济适用房销售价格仅为住宅销售价格的 40 ％左右；北京 2010 年为 26 . 4 % ；贵

州在大多数年份超过 80 %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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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类型的住房保障情况 

除经济适用房外，贵州省其他类型保障房（包括廉租房、公租房）及棚户区改造计划开工情况如表 1 所示， 2011 年保障

房开工量大幅增加，是 2010 年 1 . 3 倍， 2012 年有所减少， 2013 一 2014 年大幅增加。同期，保障房占商品住宅新开工

面积的比例， 2007 一 2011 年逐步增加， 2011 年达 63 . 7 % ；从全国来看， 20 10 一 20 12 年该比例分别为 32 . 3 ％、 

48 . 4 ％、 41 . 9 ％。 

 

2014 年计划开工套数的构成为公共租赁房占 61 % ，各类棚户区占 39 ％。 2013 年各类棚户区占 37 . 8 ％。 

2007 一 2013 年保障房计划开工 82 . 18 万套，加上 2014 年的计划开工套数，共 122 . 19 万套。我们按每套 60 平

方米来估算，总面积约 7330 万平方米，远远大于经济适用房的 1167 万平方米。两项总计约 8500 万平方米，约 136 万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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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3 年底，上述保障房累计竣工 34 . 02 万套（户），竣工面积约 2040 万平方米，占同期开工的 41 . 4 % ，高

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商品房竣工率。 
①3
 其中， 2012 年、 2013 年竣工面积分别为 571 . 02 万平方米、 681 . 66 万平方米。 

2013 年底之前已经开工但尚未竣工的保障房共计 48 . 16 万套。 

从竣工保障房类型看，棚户区改造 25 . 85 万户（其中城市棚户区占 79 . 5 ％、煤矿棚户区占 8 . 9 ％、国有工矿棚

户区占 7 . 3 ％、国有林场危旧房占 2 . 3 ％、国有垦区危房占 2 . 0 % ) ，占全部竣工量的 76 . 0 ％。 

从竣工保障房使用类型来看， 2012 年出租 55 . 41 万平方米，占当年竣工保障房面积的 10 % ；出售 164 . 83 万平方

米，占当年竣工保障房面积的 29 ％。 2013 年出租 253 . 33 万平方米，占当年竣工保障房面积的 37 % ；出售 429 . 9 万

平方米，占当年竣工保障房面积的 63 ％。 

从保障房使用效率看，竣工保障房分配比例为 70 . 5 ％。未分配的主要原因包括小区内基础设施不完善、周边基础设施

不完善、未办理竣工交付手续。有 85 ％的未分配保障房是由上述三个原因造成的，其中基础设施（小区内和周边）不完善导

致的未分配比例为 60 ％。  

2012 年保障房建设完成投资 136 亿元，其中中央补贴资金 36 . 5 亿元，占完成投资的 26 . 8 % ，平均每套补贴 3 . 6 

万元； 2013 年完成投资 337 . 45 亿元，其中中央补贴资金 100 . 68 亿元，占完成投资的 29 . 8 % ，平均每套补贴 3 . 3 

万元。保障房建设投资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 2012 年、 2013 年分别为 9 . 3 ％、 1 7 . 4 ％。 

表 2 为贵州省各地区保障房计划开工套数占全省保障房计划开工套数的比重，铜仁市占比最大，无论是 2013 年还是 2014 

年，均超过 17 % ；增加幅度最大的是黔西南州，从 2013 年的 6 . 64 ％增加到 2014 年的 15． 16 % ，从绝对数来看，增

加近 2 倍（从 20374 套增加到 60660 套）；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六盘水市，从 2013 年的 11 . 63 ％减少到 2014 年的 4 . 35 % ，

从绝对数来看，减少约 1 . 8 万套。 

 

除上述实物补贴式住房保障外， 2013 年贵州省计划租赁补贴 143925 户，上报数 133255 户，审核认定数为 123764 户，

                                                        
3
 ① 2007 一 2012 年房地产开发企业商品房房屋面积平均竣工率 14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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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计划补贴户数的 86 . 0 ％。 

综上所述，截至 2013 年底，贵州省竣工保障房 58 万套（户）左右（其中经济适用房 14 万套，其他类型保障房 30 万

套，租赁补贴 14 万户）。 2013 年末贵州省城镇人口 1324 . 89 万人， 
①4
 按 90 ％家庭户、每户 3 人计算，城镇家庭 397 万

户，则贵州省城镇家庭住房保障覆盖率为 15％左右。 

三、贵州省城镇住房困难家庭情况 

住房保障的对象是城镇住房困难家庭，只有搞清楚城镇住房困难家庭的准确数量，住房保障计划才有针对性、对住房保障

有效性的评价才真实可信。由于统计口径和统计时点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城镇住房困难家庭数量，本文分别介绍 2008 年贵

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统计局、民政厅统计结果， 2000 年和 2010 年人口普查结果， 2013 年贵阳市农民工住房调查结果。 

根据 2008 年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统计局、民政厅对全省城市、乡镇和独立工矿区低收入家庭住房情况的摸底调查，

全省住房建筑面积 15 平方米以下的低收入家庭共 273465 户（其中，低保家庭 145 157 户） 
①5
 。由表 3 可见，贵州省的 9 个

地区，城镇住房困难家庭数量最多的是贵阳，占全省的 13 . 2 % ，其后依次是黔东南州 12 . 5 ％、铜仁市 12 . 3 ％、六

盘水市 12 . 1 % ；占比最低的是黔西南州 5 . 5 ％。 

 

我们扣除经济适用房，按 2007 年之后竣工保障房分配率 70 ％来计算，则 2007 年之后获得保障房的家庭有 21 万户左

右，加之租赁补贴 14 万户，住房保障家庭共 35 万户，已超过 2008 年统计的低收入困难家庭数量；换言之，按 2008 年贵

州城镇住房困难家庭数量来算，贵州省的住房保障已经全覆盖。 

根据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贵州省城镇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小于 16 平方米的家庭户为 115 . 2 万户（其中人均住房面

积小于 8 平方米 50 . 6 万户， 9 一 12 平方米的 29 . 3 万户， 13 一 16 平方米的 35 . 3 万户），占城镇家庭户数的 31 . 

5 % ，远远高于 2008 年贵州省相关部门统计的户数。 

                                                        
4 ① 贵州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 《 2013 年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贵州省人民政府网站， 

2014 。 

5 ① 《 全省廉租住房出售宣传资料 》 ，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网站， 2008 年 11 月 21 日。 



 

 9 

图 7 为我国不同地区城镇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小于 16 平方米的家庭户数占城镇家庭总户数的比重。人均住房面积小于 16 

平方米的家庭，我们称为住房困难家庭。全国平均水平为 23 . 5 % ； 
①6
 住房困难家庭占比较高的地区分别是广东（ 36 . 5 % ）、

上海（ 35 . 7 % ）、海南（ 35 . 0 % ) ；贵州住房困难排序次于北京 ( 32 . 0 % ) ，排全国第 6 ；住房困难家庭占比最

小的是山东，为 12 . 0 ％。 

 

图 8 是图 7 中城镇住房困难家庭户数占比与该地区人均 GDP 散点图，可以看出，两者不存在相关性，回归结果（本文未

标示，如需要可向笔者索要）同样说明两者相关性统计不显著。总之，城镇住房困难家庭占比与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必然联系。 

                                                        
6 ① 全国住房困难家庭占比 23 . 5 ％与 2014 年 3 月发布的 《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 中 2020 年城镇常住人口保障性住

房覆盖率不小于 23 ％较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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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比较了我国 2000 年和 2010 年城镇住房困难家庭占比的变化情况， 10 年间贵州省城镇住房困难家庭占比减少 19 . 

63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减少幅度 15． 54 个百分点；减少幅度最大的是西藏， 25 . 33 个百分点；在 31 个省份中，仅

浙江省的住房困难家庭占比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前文分析表明，城镇住房困难家庭占比与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必然联系；与之

不同的是，城镇住房困难家庭占比变化与 GDP 变化呈负相关， 
①7
 其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如果按 2000 年住房困难家庭占比 51 ．15％计算， 2010 年贵州城镇住房困难家庭户为 592 . 8 万户，实际住房困难户

仅为 115． 2 万户，减少 477 . 6 万户，远远大于 2000 一 2010 年住房保障程度。这充分说明解决住房问题更多的是依靠

私人，而不是政府。 

                                                        
7
 ① 用表 4 城镇住房困难家庭户数占比变化程度（即 2010 年与 2000 年差分值）与同期 GDP 变化程度进行回归， GDP 回

归系数为一 0 . 000202 ( t ＝一 2 . 24 ) , R
2
 = 0 . 1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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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夏刚、陈婉君的研究（见本书 《 贵阳市农民工住房状况调查报告 》 ） , 贵阳市农民工人均住房面积不到 10 平方

米，远远低于贵州省城镇家庭人均住房面积 27 . 26 平方米，而且他们的居住环境差。考虑到城镇农民工数量巨大，针对农民

工的住房保障任务艰巨（见表 5 ）。 

 

由表 5 可见， 2010 年贵州常住人口 3 404 万，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1 159 万，城镇化率 34 ％。城镇农业户口人数 593 万，

占城镇常住人口的 51 . 2 % ；城市常住人口中农业人口达 201 万，占城市常住人口的 36 . 8 % ；更多的农业户口集中在镇。

镇人口 613 万，农业人口达 63 . 9 % ，超过非农业人口。在乡村，农业户口占 96 . 7 ％。 

与全国平均值相比，贵州省城镇人口中农业户口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4 . 7 个百分点，其中贵州城市人口中农业户口占

比与全国平均值高 0 . 7 个百分点，镇农业户口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 . 6 个百分点；乡村农业户口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 1 . 0 个百分点。总体而言，贵州省农业户口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0 . 3 个百分点。 

不仅贵阳市农民工住房条件极差，根据郑思齐等和王凯等的研究，我国其他城市农民工的住房条件普遍恶劣。 
①8
 早在 2007

年 《 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 》 就明确提出，“使低收入家庭住房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农民工等

其他城市住房困难群体的居住条件得到逐步改善”。 2011 年 9 月底，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 《 关于保障胜安居工程建设和管

理的指导意见 》 ，首次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保障房分配对象。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努力实现城镇公共

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2014 年 3 月发布的 《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 提出，“采取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等

多种方式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总之，如何有效改善住房困难的农民工居住条件是地方政府面临的挑战。 

上述统计途径、统计时点不同，统计结果差异较大，这说明住房保障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动态性等特点，它不是几个所

谓的计划或指令就可以解决的，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发达国家的住房保障政策已经实施了上百年，但住房困难家庭依然存在。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速度快，决定了住房保障问题的动态性，这更需要住房保障政策具有前瞻性和长期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

者刘易斯指出，“几乎在任何一个国家，住房保障政策是所有公共政策中最失败的政策”。这充分说明了住房保障问题的复杂性。 

                                                        
8
 ① 郑思齐、廖俊平、任荣荣、曹洋： 《 农民工住房政策与经济增长 》 ， 《 经济研究 》 2011 年第 2 期；王凯、侯爱

敏、翟青： 《 城市农民工问题的研究综述 》 ， 《 城市发展研究 》 201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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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文分析，未来贵州省住房保障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如何为城镇化进程中从农村迁移到城镇

的家庭提供住房保障，一个是存量问题 ― 城镇现有农民工的居住问题，另一个是增量问题 ― 即将迁入城镇的农民工的住房

问题。只有解决好了这两个问题，新型城镇化要求的人的城镇化才有可能实现。 

四、挑战——从农村迁移到城镇家庭的住房保障 

从农村到城镇的家庭包括现有的农民工家庭和即将迁移到城镇的农村家庭。根据本书对贵州房地产的分析得知，进城家庭 

40 ％需要住房保障，城镇家庭 20 ％需要住房保障。根据贵州省城镇常住人口户籍结构，我们可以得出贵州城镇常住人口需要

住房保障的家庭占比为 30 . 2 % ，与 2010 年人口普查结果 31 . 5 ％较为接近。 

当 2014 年及之前所有保障房竣工之后，贵州保障房 136 万套左右，租赁补贴 12 万户左右，共计保障 148 万套（户）。

按此规模，已经完全覆盖 2010 年人口普查住房面积小于 16 平方米的城镇家庭户数（ 115 . 2 万户）。 

我们假设 136 万套保障房 3 年之后（即 2017 年）全部竣工（其中 2013 年底之前已经竣工的保障房 48 万套）、城镇化

率 42 ％、城镇常住人口 1500 万左右、家庭户比例 90 ％、户均人数 3 人，则城镇家庭 450 万户，届时贵州省住房保障覆

盖率将达 33 ％左右。按城镇常住人口计算，保障性住房每套（户） 3 人，则住房保障覆盖率 30 ％左右。根据 2014 年 3 月

发布的 《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 ， 2020 年城镇常住人口保障性住房覆盖率不小于 23 % ，贵州省可以提前超额完成任务。 

上述分析表明，贵州省城镇住房问题似乎即将解决。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住房保障问题的动态性。从 2010 年到 2017 

年，贵州省城镇常住人口从 1159 万增加到 1500 万，净增加 341 万，如果我们按城镇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 0 . 8 ％计算，

净增加的 341 万人中， 80 ％左右是从农村迁移到城镇的人口，即 270 万左右。我们按 40 ％进城人口需要住房保障、 20 ％

城镇人口需要住房保障计算，则到 2017 年需要保障的人口将净增加 120 万左右，约 40 万户。加上 2010 年的 115． 2 万

户，合计 155 . 2 万户，超过保障房 148 万套（户）。为实现住房保障全覆盖， 2015 一 2016 年开工的保障房必须加快施工

进度，确保 2017 年的竣工数量不低于 7 万套（户）；或者， 2014 一 2017 年新增不低于 7 万户的租金补贴户；或者 2015 一 

2016 年新开工保障房在 2017 年的竣工数量与 2014 - 2017 年新增租金补贴户合计不少于 7 万套（户）。 

我们将 75 ％作为未来贵州的均衡城镇化率，并预期 2045 年左右到达均衡城镇化率，以此推算出 2045 年之前贵州省新

增住房保障规模，结果如表 1 所示。表 1 中需要保障的家庭户数就是住房保障规模，它既可以通过实物补贴也可以通过租金

补贴来实现。 2011 一 2015 年的 28 万户并不包含在 2011 一 2014 年已经开工的 104 万套（户）保障房中；换言之， 2011 

一 2015 年的 28 万户是在 2011 一 2014 年已经开工的 104 万套（户）基础上的新增加量。 

由表 1 可见，未来住房保障的重点是进城家庭。 2011 一 2045 年，新增加需要保障的家庭户数合计为 255 万户，加上 

2010 年之前已经保障的 115． 2 万户，累计 370 万户左右，占城镇家庭户数的 33 ％左右，占 2045 年贵州省家庭户数的 

25 ％左右，即住房保障占比 25 ％。 

下面我们对表 1 中的测算结果的相关假设的敏感性进行分析。首先，假设人口自然增长率从 0 . 8 ％增加到 1 % ，需要

保障的家庭户数为 275 万户，其中进城家庭 224 万户，城镇家庭 51 万户；与 0 . 8 ％人口自然增长率相比，分别增长 7 . 

8 ％、 4 . 2 ％、 27 . 5 % ；其弹性分别是 0 . 312 
①9
 （即人口增长率每增加 1 % ，需要保障的家庭户数增加 0 . 312 % ）、 

0 . 168 、 1.10 ，表明需要住房保障的城镇家庭规模对人口自然增长率较敏感，进城家庭则不敏感。 

                                                        
9 ① 7 . 8 % / [ ( 1 . 0 ％一 0 . 8 % ) / 0 .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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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假设进城家庭 50 ％需要住房保障，则需要保障的家庭户数为 309 万户，其中进城家庭 269 万户，城镇家庭 40 万

户；分别增长 21 . 2 ％、 25 . 1 ％、 0 ；弹性分别为 0 . 86 、 1 . 0 、 0 。根据弹性可知，进城家庭需要住房保障的

比重每增加 1 % ，新增住房保障规模则增加 0 . 86 % ；进城家庭住房保障规模增加 1 . 0 % ，城镇家庭住房保障规模不变。 

再次，假设城镇家庭 30 ％需要住房保障，则需要保障的家庭户数为 275 万户，其中进城家庭 215 万户，城镇家庭 60 万

户；分别增长 7 . 8 ％、 0 、 50 % ; 弹性分别为 0 ．156 、 0 、 1 。结果表明，城镇家庭需要住房保障的比重每增加 1 % ，

新增住房保障规模则增加 0 ．156 % ；进城家庭住房保障规模不变，城镇家庭住房保障规模增加 1 ％。 

最后，假设均衡城镇化率仅为 70 % ，则需要保障的家庭户数为 225 万户，其中进城家庭 185 万户，城镇家庭 40 万户；

分别减少 11 . 8 ％、 14 . 0 ％、 0 ；弹性分别为 1 . 77 、 2 . 10 、 0 。这表明，当均衡城镇化率减少 1 ％时，新增

住房保障规模则降低 1 . 77 % ；进城家庭住房保障规模降低 2 . 10 % ，城镇家庭住房保障规模不变。 

将上述敏感性分析结果汇总，如表 2 所示，新增住房保障规模对均衡城镇化率最敏感，其次分别为进城家庭住房保障占比、

人口自然增长率，对城镇家庭住房保障占比最不敏感。对于进城家庭住房保障规模而言，敏感因素中的城镇家庭住房保障占比

对其没有影响，均衡城镇化率对其影响最大，其与进城家庭住房保障占比等比例变化。对于城镇家庭住房保障规模而言，敏感

因素中进城家庭住房保障占比、均衡城镇化率对其没有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率对其影响较大，其与城镇家庭住房保障占比同比

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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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敏感性分析，我们可以对表 2 中的测算结果的可靠性作一个简单的评价：当实际城镇化率与表 2 中推测的城镇

化率差别较大时，表 2 中测算的贵州省新增住房保障规模误差较大，即影响结果可靠性的主要因素是城镇化率；其他因素，特

别是城镇家庭住房保障占比的变化对结果的影响不大。 

需要说明的是，表 1 测算时，假设条件（城镇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 0 . 8 % , 进城家庭 40 ％需要住房保障，城镇家庭 20 ％

需要住房保障）在 2011 一 2045 年保持恒定；实际上，我们可以根据上述敏感性分析结果来推算，在某一年，当假设条件（敏

感因素）与实际情况不一致时，新增住房保障规模将如何变化。 

上述分析表明，为从农村迁移到城镇的住房困难家庭提供住房保障是未来贵州在住房保障方面的最大挑战。图 1 为我国不

同地区 2000 年和 2012 年的城镇化率，贵州省城镇化率仅高于西藏，十多年来，排序没有变化。对于城镇化率较低的地区（我

们称为住房保障 1 类地区），除西藏、贵州之外，其他如甘肃、云南、河南、新疆等，未来住房保障的重点是进城家庭；对城

镇化率较稳定的地区（我们称为住房保障 3 类地区），如上海、北京、天津，未来住房保障的重点是现有城镇住房困难家庭；

对于城镇化率处于两者之间的地区（我们称为住房保障 2 类地区），如广东、辽宁、河北等较多省份，在住房保障方面必须两

者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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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进城家庭住房保障占比大于城镇家庭住房保障占比，上述三类地区，从未来城镇常住人口中住房保障家庭占比的规模

来说，第 1 类最大，第 2 类次之，第 3 类最小；换言之，第 1 类地区住房保障压力最大，第 3 类最小。这里对住房保障规

模要求的分类与 201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提高大城市住房保障比例”并不一致。本文认为，农业户籍人口占比越大的

地区，越是未来住房保障的重点；而政府工作报告更关注现有城镇常住人口的住房保障问题。上海、北京住房困难家庭占比确

实较高，但无论如何，其占比低于从农村迁移到城镇的住房困难家庭占比。短期内我们应该关注城镇常住人口中住房保障家庭

占比高的地区，但长期来看，我们更应该关注农业户籍人口占比大的地区。此外，住房保障作为一种公共投入，向农业户籍人

口集中的地区倾斜，也有利于人口空间分布的均衡化。 

由表 1 可知，当贵州省城镇化率为 75 ％时，住房保障占比达 25 % ，即获得住房保障的城镇家庭占贵州全省家庭的 25 ％。

该比例是否合理呢？ 

住房保障占比在不同国家差异极大。新加坡超过 80 % ，其他部分发达国家住房保障占比情况如表 3 所示，荷兰和瑞典住

房保障占比超过 30 % ；德国、奥地利、英国占比在 20 ％一 30 % ；爱尔兰、芬兰、法国和丹麦占比在 10 % - 20 % ；占比

小于 10 ％的有西班牙、葡萄牙、美国、比利时和韩国。 

 

住房保障占比与城市化率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表 3 中，城市化率最高的是比利时，住房保障占比为 6 % ，与城市化率 75 ％

的美国相同；城市化率最低的为葡萄牙，其住房保障占比仅为 4 % ，但高于城市化率比其高的西班牙的住房保障占比。住房保

障占比最高的荷兰，其城市化率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 

从住房保障占比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我们用表 3 中的住房保障占比 ( ZF ）与人均 GDP 的对数（ DGDP ）进行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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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下： 

 

上述回归方程说明，在我们取样本的国家，住房保障占比与经济水平之间正相关，当人均 GDP 增加 1 % ，住房保障占比

增加 14 . 1 个百分点，但 GDP 对住房保障占比变化仅能解释 25 . 68 % ，解释能力较弱。 

上述是针对同一时点不同国家的横切面分析，表明经济水平越高，住房保障占比则较高。但前面对我国 2000 年和 2010 年

住房困难家庭占比的分析表明，随着经济增长，住房保障占比下降。 1945 一 2009 年英国不同年份住房保障占比呈现倒“ U ”

字形， 1945 年为 12 % , 1981 年达最大 32 . 6 % , 36 年间增加 20 . 6 个百分点； 1981 年之后逐年减少， 2009 年减

少到 18 % , 28 年间减少 l4 .6 个百分点。 

 

作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最早完成了城市化转型， 1900 年城市化率 

达 80 ％。 
①
 如图 2 所示， 1960 一 2009 年英国城市化率稳定在 77 ％一 80 % ，变化幅度较小。从住房保障占比与

城市化率变化趋势来看，直观上， 1990 年之后，住房保障占比与城市化率呈现负相关，即城市化率越高，住房保障占比就越

低。 

总之，上述分析表明，不同国家住房保障占比不同；同一个国家不同时点，其住房保障占比也不同。决定住房保障占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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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因素是收入、房价和其他消费支出。 
②10
 

五、对策——完善制度、确保目标 

上述分析表明，由于贵州农业户籍人口占比、城镇常住人口中农业户籍人口占比等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加之城镇化率水

平低，未来贵州住房保障的主要挑战是为农业户籍人口转变为城镇户籍人口的住房困难家庭提供住房保障。该挑战有两层含义：

一是如何保障这些住房困难家庭“住有所居”，是“补人头”，还是“补砖头”？两者补贴的比重各占多少？二是如何进一步完

善现有住房保障制度，如保障房运营制度、保障房建设制度、保障房分配制度、租赁补贴制度等。实际上，制度上的完善是实

现住有所居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从制度上理清对进城家庭实行住房保障的必要性、充分性和实施路径，对他们的住房保障才

合理合法，实现住有所居才有可能性。 

如何应对该挑战呢？本文主要从完善制度、确保目标实现来讨论有关应对之策。 

要完善现有住房保障制度，是因为现有住房保障存在缺陷。总结我国 1994 年至今的住房保障制度，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

面的问题。 

第一，保障对象的封闭性和歧视性。与其他国家一般将住房保障对象定位为本地就业或居住的无房户或缺房户不同，我国

从一开始就把住房保障的对象设定为城镇户籍人口。这就把我国城镇化的主体（即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属）

完全排斥在住房保障对象之外。由于我国城镇户籍人口自有住房率本来就很高，这样我国的住房保障从一开始就不具有真正的

基本保障的内涵，而是具有改善性住房的内涵，这也是经济适用房从一开始就偏离住房保障性质的根本原因。 

2011 年 9 月底，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 《 关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见 》 ，首次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保

障房分配对象。但实际上就如同户籍制度一样，全国各地均设置了极高的门槛，使得农民工等外来人口的住房保障只是一种点

缀。 
①
  

第二，保障房标准过高，分配严重不公。顾名思义，保障房就是只满足最基本需要，保障标准从低从严，各类韭保障对象

就自然不会动那个邪念。早期因为对经济适用房没有硬性指标要求，北京等地经济适用房平均面积达 100 多平方米，有些甚至

超过 200 平方米。 
②11
 标准提高一方面导致真正住房困难家庭没有能力购买面积如此大的保障房；另一方面大面积保障房与商

品房之间的价差扩大，加大了寻租空间，导致经济适用房各种弄虚作假的寻租行为盛行，这种现象在经济适用房与商品房差价

大的地区极为普遍。 

近年来，随着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面积标准逐步收严和明确化，情况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转。但是由于保障房概念模糊

混乱，各种单位建房、人才房和棚改房大幅超标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许多地方更是采用一拆二和复式结构等方式，将大套分

                                                        
10

 ① Harloe , Michael , “ The People ’s Home ? Social Rented Housing in Europe & America , ” Blackwell , 1995 .  

② 夏刚： 《 住房支付能力研究 》 ，重庆大学博士论文， 2009 。 

 
11

 ① 华生： 《 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 》 ，东方出版社， 2014 。  

② 华生： 《 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 》 ，东方出版社， 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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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表明上的小套，以应付检查。 2011 年后全面启动保障房建设本来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各级政府在财政压力下，为完成

保障房指标任务，鼓励和放纵一些机关单位和大企业重建单位福利房，使原本负有公平使命的保障房一下子变味，成为社会不

公的一种新形式。 2013 年开始大力推进的棚户区改造，由于概念模糊，体制机制照旧，迅速又被地方政府接过去作为老城区

商业化改造的大旗，与提高基本保障性住房的原意大相径庭。 

可以肯定地说，各类保障房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和严格约束的范围和面积标准，是我国保障房建设分配中出现严重不公平现

象的基本原因。 
①
 

第三，保障房系统运行的敞开缺口。我国出售的各类保障房，禁售年限过短（一般 5 年以下），上市后不限交易对象，这

样既使保障房源不断快速流失，也使受到公共财政补贴的保障房轻易变为部分人的不当得利。而国外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多成熟

的经验，如较长的禁售期（往往为 15 年），在禁售期内不得抵押转让，转让时必须由政府回购，或规定受让者必须也符合保障

房的申请条件。这样就可以使有公共财政补贴的保障房资源得到公平和合理的使用，尽可能减少资源错配和寻租腐败。 
②
  

贵州省住房保障制度是对国家相关住房保障制度的落实和具体化，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在贵州或多或少也不可避免。比如， 

《 贵州省建设厅关于廉租住房出售的补充意见 》 规定，申请购买廉租住房的家庭首先应满足的条件是：具有常住城镇非农业

户口。 2011 年之后住房保障覆盖了外来务工人员，但保障方式主要限于工业园区的公共租赁住房，门槛较高 
③12

 ，且没有资

格购买保障房、没有资格申请租赁补贴。 

还有就是棚户区改造，据我们的调查，在贵阳的城市棚户区居住的居民大多是农民工，而拥有棚户区房产的房东其居住条

件、收入水平绝大多数超过了住房保障标准。城市棚户区改造作为旧城改造项目无可非议，但纳入住房保障项目就难免夸大了

住房保障的覆盖程度。 

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贵州，除了存在上述一些共性问题外，尚有其特殊性，表 4 是 2012 年及之前和 2013 年国家审计

署提出的问题。 

                                                        
12

 ① 华生： 《 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 》 ，东方出版社， 2014 。  

② 华生： 《 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 》 ，东方出版社， 2014 。  

③ 如 2011 年 5 月贵阳市政府办公厅下发 《 贵阳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 》 将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象覆盖到了非贵

阳市城镇居民，申请人必须满足 4 个条件：取得本市 《 居住证 》 ，并在本市连续缴纳社保 3 年以上（含）或持本市税务

部门 2 年以上（含）完税证明；符合市政府公布的收入标准；在本市无私有房屋，且申请之日起前 3 年内（含）无转让私有

房屋行为；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法定的赡养、抚养或扶养关系，且在本市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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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 可见， 2012 年及之前和 2013 年审计发现的问题，本质上没有多少差异，住房保障某个问题反复出现时，说明住

房保障在体制和机制上存在不完善的地方。比如，保障房分配问题，一方面是保障房长期闲置，另一方面是住房困难家庭大量

存在，这似乎是矛盾的。根据前面对未分配保障住房原因的分析我们知道，主要原因是配套不齐（包括小区内部配套和周边配

套），这反映了我们保障房制度中保障房选址、建设的不规范性，换言之，说明了我们制度上的欠缺。 

又如资金问题，一方面是中央补贴资金的闲置，另一方面是地方配套资金不到位。从中央补贴资金来看，主要有由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牵头实施的城镇住房保障补助资金。此外，还有由农垦、林垦等有关管理部门牵头的住房保障补助资金。由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牵头的城镇住房保障补助资金类别如图 3 所示。 2014 年公共租赁住房与廉租住房并轨运行后 
①13
 ，廉租住房租赁

补贴改为低收入住房保障对象租赁补贴资金，廉租住房建设补贴改为公共租赁住房配套基础设施补助资金。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力度逐渐加大， 2007 年至 2014 年 3 月贵州省累计获中央下达的各类城镇住房保障补助资金 273 . 56 亿元，其中 2012 年、 

20 13 年分别占 1 4 . 1 ％、 36 . 8 ％。 

                                                        
13

 ① 2014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推进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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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配套资金来源渠道包括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地方财政预算安排资金、地方政府债券收入安排资金、住房公积金增值净

收益、土地出让总收入的 3 % （各地略有差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资金、公共租赁住房租赁收入、公共租赁住房出售收

入、公共租赁住房配套建设的经营性商业服务设施租赁收入、商品房配建 5 ％一 10 ％的公共租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补缴的

土地出让金。  

2013 年贵州省住房保障各级财政投入资金 15 3 . 81 亿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 100 . 68 亿元，地方配套资金 53 . 13 亿

元。按我们的测算， 2011 一 2045 年 255 万套保障住房总投资 3200 亿元左右（ 2013 年不变价），按 2013 年补助标准，

可获得中央补助资金 713 亿元，省级补助 92 亿元，其余 2395 亿元需县市通过财政预算安排、社会融资等来解决。 

尽管地方配套资金远远少于中央补助资金，但从地方配套资金来源渠道可以看出，资金来源大多不稳定。比如，土地出让

收入，主要取决于房价，而房价主要取决于地方经济，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土地出让收入就越少。此外，回顾贵州房地产，

我们知道，土地购置面积波动幅度大。对于公共租赁住房租赁收入及配套建设的经营性商业服务设施租赁收入，我们考虑公共

租赁房运营成本后，根据国外长期运营经验，很难形成净收入 
①
 。住房公积金增值净收益的使用侵犯了公积金所有者权利。 

②
 

而经济适用住房仅当要上市交易时才补缴土地出让金。 

如此看来，地方配套资金压力较小的两种方法是：保障房（公共租赁房和廉租住房）出售、商品房中配建保障房。保障房

出售可筹集可持续的保障房建设资金，这可能是 201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增加共有产权房”的原因之一。为了避免“保

障房系统运行的敞开缺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国家层面加快建立共有产权房管理制度（建设、分配、交易等制度），其中重

要的是共有产权房保障对象需要纳入非本地城镇户籍人员。 

为了解决地方财政资金紧张的问题， 2008 年 4 月贵州省在全国首创廉租住房“租售并举”， 
③14

 随后贵州省人民政府办

                                                        
14

 ① 如美国公共住房最初设计所依据的假设是，开发费用由政府承担，房租收入支付运营开支。随着住房老化及更多低收入家

庭进入公共住房，为了保证居民住房支付能力， 1969 年联邦政府开始对公共住房实行运营补贴， 1969 年 1490 万美元、 1979 

年 7 . 27 亿美元、 1993 年 25 亿美元、 2003 年 35 亿美元。 1 993 年启动的期望六号项目，拆除衰落公共住房后使运营

补贴相应减少。参见夏刚 《 住房支付能力研究 》 ，重庆大学博士论文， 2009 ，第 1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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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厅发布的 《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贵州省城市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 》 （黔府办发 〔 2008 〕 33 

号）中第五条规定，廉租住房保障方式以实物配租、出售廉租住房和发放租赁补贴相结合。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 《 关

于廉租住房出售的指导意见 》 （黔建房改发 〔 2008 〕 275 号）、 《 关于廉租住房出售的补充意见 》 （黔建房改发 〔 2009 〕 

31 号）、 《 关于廉租住房出售中相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 （黔建房改发 〔 2009 〕 231 号）三个文件，对廉租住房出售的

对象审核、价格控制、上市准入作了明确规定。 

基于贵州已有的实践，结合国家公廉并轨的要求，以及即将颁布的 《 城镇住房保障条例 》 ，贵州省需要进一步完善的

是公共租赁住房与廉租住房统一出售制度，同步推进住房保障制度改革与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贵州新型城镇化的步伐。 

此外，作为脱贫任务最艰巨的省份，贵州应该将住房保障纳入脱贫这个大框架下思考，积极探索综合利用中央下拨的各项

补助资金的方式方法。比如，榕江县将农村地区生态移民与住房保障结合就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实际上，住房保障与脱贫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面向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保障降低了农业户籍

人口向城镇迁移的成本，加快了城镇化进程。现阶段，贵州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农业人口脱贫的重要条件是规模经营，“要

想真正促进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和集中，就应当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农业人口的转移上”。另一方面是面向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

房保障有利于住房保障家庭人力资本的提升，有利于城镇贫困人口的脱贫。 
①15
 

从社会经济发展来说，住房保障有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住房，不仅是我国，也是大多数国家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特别

是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在家庭财富中的占比更大，住房保障促进了住房财富的均等化，有利于社会和谐。 

总之，我们应该从增加效率（促进城镇化、提升人力资本）和促进公平（脱贫、财富均等化）等视角来看待住房保障，不

应仅囿于解决住房这个人的基本需求问题。 

除上述制度完善之外，在选择“补人头”还是“补砖头”时，要充分考虑现有城镇住房存量，一方面可以避免住房资源的

闲置，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因铺摊子而造成的土地资源浪费。 

此外，我们应充分认识住房市场与住房保障之间的互动关系，发挥市场在住房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只有住房市场实

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政府承担的住房保障压力才有可能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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